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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GBD数据库的中国焦虑症疾病负担流行趋势及预测分析

李士华 1 郁文龙 2 高 琦 1△

【提　要】　目的　基于GBD 2021数据，分析 1990—2021年中国焦虑症的流行病学趋势，探讨性别、年龄、时期和队
列等因素对焦虑症疾病负担的影响，为政策制定和公共卫生干预提供科学依据。方法　本研究利用GBD 2021公开数据
库，提取 1990—2021年中国全人群及不同性别、年龄组焦虑症的发病数和伤残调整寿命年（disability-adjusted life years， 
DALYs）及相应年龄标准化率。采用 Joinpoint回归模型估算年度百分比变化率与平均年度百分比变化率。运用内生因子
法的年龄-时期-队列模型，计算年龄、时期与出生队列效应的相对危险度（relative risk， RR）。分解分析量化人口规模、年
龄结构及流行病学变化对发病数及DALYs变动的贡献。采用贝叶斯年龄-时期-队列模型结合人口预测，对 2022—2050
年焦虑症负担进行前瞻性预测。结果　1990—2021年总体标化率变化无明显线性趋势，但呈先上升后下降而后再次上升
的波动模式。2019—2021 年发病率与 DALYs 率年增速分别为 3.95%（95%CI：1.31%~6.66%，P=0.005）和 5.98%（95%CI： 
4.27%~7.08%，P<0.001）。总人群的发病率年龄效应呈单峰分布，10~14 岁年龄组的 RR最高，为 8.265（95%CI： 8.215~
8.314）。1990—2021年焦虑症新发病例的净增量为 132.4万例，其中人口增长贡献了 95.1%，流行病学变化贡献了 12.4%。
DALYs的增量为 135.4万人年，人口增长贡献了 77.6%，而老龄化贡献了 12.9%。根据预测，到 2050年，总人群的年龄标准
化发病率和 DALYs 率预计将分别为 1489.02/10万和 2074.23/10万，分别为 2022年的 2.6倍和 4.7倍。结论　1990—2021
年中国焦虑症的年龄标化发病率及DALYs率整体未呈现明显变化，然而，COVID-19大流行显著加剧了焦虑症的疾病负
担。女性在全部观察时期和各年龄组中的负担持续高于男性。年龄效应提示，焦虑症风险在青少年阶段达到峰值。人口
增长是驱动中国焦虑症负担增加的首要因素。预测结果显示，至 2050年中国焦虑症负担仍将持续攀升，凸显了在老龄化
社会背景下加强预防与资源配置的紧迫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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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虑症是一类以过度且持续的焦虑情绪及相关

躯体不适为核心特征的精神障碍，主要亚型包括广泛

性焦虑障碍、恐慌症、社交焦虑症和特定恐惧症等［1］。
焦虑症是全球最常见的心理障碍之一［1］，因其高发病

率、早发病年龄、易复发及显著致残性［2］，受到越来越

多的关注。鉴于焦虑症较高的患病率、明显的共病性

及慢性病程，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列为全球导致健康

相关伤残的第九大原因［3］。2019年，全球新发焦虑症

病例约为 4600万例，自 1990年以来增长了 47. 21%［4］。
据估计，焦虑症的负担未来将持续上升［5］。

在 1990 年至 2021 年间，中国焦虑症表现出患病

率与发病率下降，而伤残调整寿命年（disability-
adjusted life years， DALYs）上升的趋势［6］。2021 年，

全国估计约有 5310万人患有焦虑症，其中患病率最高

的省份依次为湖南（5773. 8/10 万）、宁夏（4857. 3/10
万）和甘肃（4497. 8/10万），而广东（2253. 6/10万）和青

海（2332. 1/10 万）患病率最低［7］。一项针对中国中老

年人群的研究表明，女性的焦虑症发病率及DALYs率
始终高于男性。女性人群中，这两项指标随年龄增长

而下降，而男性则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［8］。
尽管焦虑症在中国造成了较大的疾病负担，但既

往文献对此关注有限。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心理健康

问题，相关举措包括 2012年颁布首部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精神卫生法》，加大投资力度，启动培训项目，并在

基层建立心理健康社区服务体系［9］。已有研究基于

GBD 数据，分别分析了 1990 年至 2019 年中国中老年

人群的焦虑症负担趋势［8］以及 1990 年至 2021 年中国

10~24 岁青少年的焦虑症疾病负担［10］。然而，迄今仍

缺乏一项系统研究全面描述中国焦虑症的整体疾病

负担。本研究基于 2021 年 GBD 数据，系统评估了中

国焦虑症的患病率、发病率和 DALYs等指标，为当前

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。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和实施

焦虑症预防与干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，有助于减轻疾

病负担并实现健康资源的优化配置。

资料与方法

1. 数据来源

本 研 究 通 过 GBD 2021 公 共 数 据 库（https：//
vizhub. healthdata. org/gbd-results/）提 取 了 1990—
2021年中国焦虑症在全人群层面及分性别、分年龄组

（<5岁、5~9岁、10~14岁，…，90~94岁，≥95岁）的发病

人数、DALYs 及其相应的年龄标准化率（每 10 万）和

95%不确定区间（uncertainty intervals，UIs）。

2. 统计分析

（1）Joinpoint回归分析

Joinpoint回归（亦称分段回归）假设一条长期趋势

可拆分为若干连续的对数线性区段，每段由斜率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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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直线描述［11］。Joinpoint 回归分析通过蒙特卡罗置

换检验（4499次随机置换）评估各候选模型的显著性，

最终确定统计学显著的“拐点”位置及其区段趋势。

疾病发生率趋势以相邻两拐点之间的年度百分比变

化率（annual percentage change， APC）及其 95%CI衡
量。Joinpoint回归在最终模型中还计算平均年度百分

比变化率（average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， AAPC），

用作总体趋势的综合指标［12］。
（2）年龄-时期-队列分析

年龄-时期-队列模型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和流行

病学研究领域［13］。本研究将连续 5 年作为一个时期/
队列（队列=时期-年龄），并以连续 5年为一个年龄组

进行划分。用于年龄-时期-队列模型拟合时，年龄组

别定义为 20 个年龄组，时期划分为六个 5 年间隔，对

应的队列划分为 26个。基于年龄-时期-队列模型和

内生因子方法，使用 Stata 16. 0 计算了中国焦虑症在

不同性别人群中的发病率及DALYs率的年龄、时期和

队列效应系数及其相对风险（relative risk， RR）。RR值越

大，表示发病或死亡风险越高［14］。参考期/队列的选择是

任意的，不影响结果解释［15］。
（3）分解分析

为量化人口规模、人口年龄结构及流行病学变化

对 1990—2021年中国焦虑症发病数与DALYs变动的

相对贡献，本研究采用 Das Gupta 提出的率分解方法

进行归因分析。该方法是人口学与流行病学中分解

两个时点间事件总数差异的经典手段，已广泛应用于

全球疾病负担研究。将 1990年与 2021年的事件总数

之差ΔN分解为三个相互独立、可加的部分：人口规模

效应、人口年龄结构效应（即老龄化效应）与流行病学

变化效应。在估计任一因素的独立效应时，依 Das 
Gupta 对称标准化原则，将其余两个因素固定于两个

时点取值的平均水平，通过对称替换消除因素间的交

互作用，使三种效应之代数和恰好等于观察到的总变

化量。本研究分别对总人群及男、女性人群的发病数

与DALYs进行上述分解，各因素贡献以绝对量及其占

总变化的百分比表示。当某因素使负担减少时其贡

献为负值，故各因素百分比可超过 100%或为负，三者

之和为100%。

（4）预测分析

本研究采用贝叶斯年龄-时期-队列（Bayesian 
age-period-cohort， BAPC）模型来预测未来中国焦虑

症疾病负担。因为该模型能够处理GBD 2021等大规

模流行病学研究中常见的高度复杂、高维和稀疏的数

据［16］。本研究基于 BAPC 包，结合 GBD 2021 提供的

基础数据及未来人口预测数据，对 2022—2050年中国

不同性别人群的焦虑症发病率及 DALYs 率进行了

预测。

（5）数据管理及统计分析软件

本研究的数据清洗工作通过 excel 2016完成。基

本描述性统计、数据可视化及统计分析均采用 R 
4. 4. 2进行。

结 果

1. 1990—2021年中国焦虑症负担长期趋势

本研究采用 Joinpoint 回归分析了 1990—2021 年

中国焦虑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 DALYs率的变化趋

势。总人群发病率的长期变化无统计学意义（AAPC=
0. 037%），但在不同时间段呈现阶段性波动：1995—
2000 年显著上升，2000—2019 年逐步下降，2019—
2021 年再次显著上升（APC=3. 95%，95%CI：1. 31%~
6. 66%，P=0. 005）。DALYs率总体变化亦无统计学意

义（AAPC=0. 03%），但 在 2019—2021 年 显 著 上 升

（APC=5. 98%，95%CI： 4. 27%~7. 08%，P<0. 001）。女

性和男性在 2019—2021 年 DALYs 率均显著增加（女

性 APC=6. 98%，男性 APC=4. 67%），提示焦虑症负担

在近年显著加重，尤以女性更为明显，见表1、表2。
2. 中国焦虑症负担的年龄-时期-队列分析

在控制时期效应和出生队列效应后，中国人群焦

虑症发病率的年龄效应呈单峰分布，10~14 岁组风险

最高（RR=8. 265，95%CI： 8. 215~8. 314），成年后逐渐

下降。DALYs率在 5~9岁组达峰（RR=1. 900），均显示

青春期为焦虑症高负担期，性别趋势相似但风险水平

略有差异。时期效应方面，发病率在 1997—2001年达

峰（RR=1. 050），之后下降，2017—2021 年略有回升

（RR=1. 002）。DALYs 率则持续上升，1992—1996 年

为 RR=0. 859，至 2017—2021 年增至 1. 211，其中男性

达 1. 247。出生队列效应总体下降，早期出生人群（如

1895—1899 年）发病率 RR为 5. 557、DALYs 率 RR为

2. 440，至 1965 年后显著降低并趋于平均水平（RR≈
1. 0），详见图 1、图 2。焦虑症在青春期负担最大，近年

来公共健康影响加剧，而出生年代越晚，发病风险

越低。

3. 中国焦虑症负担的分解分析

1990—2021年中国焦虑症发病人数显著增加，总

增量为 132. 42 万人，主要由人口增长驱动（贡献

125. 89 万人，占比 95. 07%），而流行病学变化贡献

12. 36%，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一定的负向影响，减少约

9. 84万人（-7. 43%）。男性新增病例为 63. 44万人，其

中 80. 38% 归因于人口增长。女性新增病例为 69. 75
万人，人口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09. 12%。同期，因焦虑

症导致的 DALYs 总增量为 135. 43 万人年，人口增长

仍为主因（105. 03万人年，占 77. 55%），老龄化和流行

病学变化分别贡献12. 87%和9. 57%。男性DALYs增
量为 48. 78 万人年，女性为 86. 01 万人年。三大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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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两个性别人群中均呈类似趋势，但女性因流行病学

变化带来的负担增幅更显著（12. 76%），见图3，图4。
4. 中国焦虑症负担的BAPC模型预测分析

根据 BAPC 模型预测，2022—2050年中国焦虑症

标化发病率和 DALYs率将持续显著上升且存在明显

性别差异。总人群发病率将从 563. 96/10 万增至

1489. 02/10 万（2. 6 倍）。男性由 462. 51/10 万增至

969. 83/10 万，女性则从 680. 82/10 万飙升至 2297. 35/

10万，女性增幅明显高于男性。同期，DALYs率亦显

著上升，总人群由 439. 93/10 万升至 2074. 23/10 万

（4. 7倍）。男性从 324. 03/10万增至 734. 30/10万（2. 3
倍），女性则从 566. 65/10 万剧增至 4834. 30/10 万，增

幅高达 7. 5倍，提示女性群体未来将面临更为沉重的

焦虑症疾病负担。

表1　1990—2021年中国焦虑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PC及AAPC

人群

总人群

女性

男性

年份

1990—1995
1995—2000
2000—2004
2004—2019
2019—2021
1990—1995
1995—2000
2000—2004
2004—2019
2019—2021
1990—2000
2000—2005
2005—2009
2009—2019
2019—2021

APC （%）

-0. 16
1. 03

-1. 76
-0. 26

3. 95
-0. 31

1. 63
-1. 80
-0. 44

4. 36
0. 12

-1. 60
0. 61

-0. 11
3. 76

95%CI

-0. 70~0. 39
0. 28~1. 78

-2. 88~-0. 63
-0. 36~-0. 15

1. 31~6. 66
-1. 92~0. 27

1. 01~2. 84
-2. 63~-0. 98
-0. 57~-0. 25

2. 16~5. 44
-0. 01~0. 25
-2. 06~-1. 12
-0. 14~1. 36
-0. 25~0. 03

1. 93~5. 63

P 值
0. 550
0. 010
0. 004

<0. 001
0. 005
0. 263
0. 008
0. 004
0. 005

<0. 001
0. 066

<0. 001
0. 105
0. 122

<0. 001

AAPC （%）

0. 037

0. 040

0. 060

95% CI
-0. 22~0. 29

-0. 08~0. 12

-0. 08~0. 12

P 值
0. 777

0. 398

0. 479

表2　1990—2021年中国不同人群焦虑症年龄标准化DALYs率APC及AAPC

人群

总人群

女性

男性

年份

1990—1995
1995—2000
2000—2004
2004—2019
2019—2021
1990—1995
1995—2000
2000—2004
2004—2019
2019—2021
1990—2000
2000—2005
2005—2009
2009—2019
2019—2021

APC （%）

-0. 04
1. 21

-2. 13
-0. 52

5. 98
-0. 07

2. 01
-2. 34
-0. 80

6. 98
-0. 05
-1. 76

0. 55
-0. 14

4. 67

95%CI

-1. 38~0. 59
-2. 05~2. 23
-3. 01~-0. 31
-0. 67~-0. 36

4. 27~7. 08
-1. 92~0. 69

1. 19~3. 49
-3. 40~-1. 20
-0. 97~-0. 53

4. 48~8. 42
-0. 15~0. 06
-2. 15~-1. 46

0. 19~1. 00
-0. 28~-0. 05

4. 05~5. 28

P 值
0. 788
0. 090
0. 034
0. 003

<0. 001
0. 753
0. 028
0. 013
0. 006

<0. 001
0. 344
0. 004
0. 008
0. 005

<0. 001

AAPC （%）

0. 03

0. 05

0. 02

95% CI
-0. 06~0. 11

-0. 08~0. 15

-0. 02~0. 05

P 值
0. 444

0. 356

0. 313

图1　中国不同人群焦虑症发病率年龄-时期-队列效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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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 论

中国焦虑症的总体负担显著上升，这一趋势在很

大程度上归因于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和人口老龄化

的加剧［7］。本研究的归因分解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

上述观点：1990—2021年中国因焦虑症导致的DALYs
总量显著上升，累计增加约 135. 43 万人年。其中，人

口增长是主要驱动因素，占总增量的 77. 55%。同期，

中国总人口由约 11 亿增加至 14 亿，60 岁及以上人口

占比由 8. 6%升至 18. 9%。据预测，到 2040年，中国老

年人口总数将达到约 4 亿，占总人口的 28%［7］。老龄

人口的持续增长趋势进一步支持了本研究中基于

BAPC 模型所得的焦虑症疾病负担持续上升的预测

结果。

Joinpoint 回归模型显示，2019—2021 年中国焦虑

症的疾病负担显著上升，年龄标准化DALYs率年变化

百分比高达 5. 98%（95%CI：4. 27%~7. 08%）。这一显

著上升趋势与 2019 年 COVID-19 疫情的暴发密切相

关，提示疫情不仅威胁了公众的身体健康，同时也引

发了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。疫情带来了多种已知的

焦虑症风险因素，如社会隔离、经济不确定性和心理

压力增加［17］。
本研究发现，中国不同性别和年龄组人群在焦虑

症疾病负担方面存在显著差异。与既往全球及国内

研究结果一致，焦虑症在各年龄段女性人群中的发病

率均显著高于男性［5，18］。尽管女性焦虑风险升高的具

体机制尚未完全明晰，当前研究表明，这种性别差异

可能与生物、心理及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相关。在生

物学层面，女性可能由于更高的情绪敏感性、更频繁

的情绪表达以及生理激素波动（如雌激素水平变化）

等特征，在面临压力时更易产生焦虑反应，从而增加

其患病风险［19］。
青少年群体中焦虑症的疾病负担相对较高，提示

该阶段为焦虑症高发的关键时期［20］。这可能与青春

期心理变化叠加特定社会环境因素（如忽视、留守、校

园欺凌等）密切相关。校园欺凌已被广泛证实为焦虑

症的重要风险因素［17］，这强调了制定综合反欺凌政策

和心理支持系统的迫切需求。此外，10~14 岁焦虑症

发病率较高还可能与青春期的到来紧密相关。青春

期是一个开始追求独立、渴望获得社会影响力的阶

段，他们开始探索自我身份，寻求自我价值的确认［21］。

然而，在此过程中，不适宜的家庭教育方式、学业压力

和社交困境等因素的交织影响，使得这一年龄段的青

少年更加容易出现心理问题［22］。

在控制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后，中国人群焦虑症

DALYs率的出生队列效应整体下降。这可能因为，早

期中国精神卫生服务几乎空白，社会对精神疾病重视

不足，使得焦虑症长期得不到诊断与干预。此外，早

期队列患者处于战争动荡，对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

响，进而增加了焦虑症的风险［23］。焦虑症负担风险随

队列下降可归因于 20世纪后，政府开始建设精神专科

医院，2004年开展 686项目，通过拨付中央资金来补助

地方开展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［24］，2013 年《精

神卫生法》实施后服务网络和患者权益保护显著加

强［25］。这些制度性进步为中、晚期出生队列提供了更

早期的识别与治疗机会，有助于解释其焦虑DALYs风

图4　1990—2021年中国不同人群焦虑症DALYs的分解分析

图3　1990—2021年中国不同人群焦虑症发病例数的分解分析

图2　中国不同人群焦虑症DALYs率年龄-时期-队列效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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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的代际递减。

本研究存在局限性，分析基于 GBD 2021 公开数

据库，其估计精度受限于原始资料完整性、诊断一致

性以及模型假设的适用性［26］。我国各省经济发展水

平与医疗资源分布差异显著，欠发达地区因诊断能力

不足、医疗可及性较低，焦虑症负担可能被低估或偏

估。受数据维度限制，本研究仅能在性别与年龄层面

开展描述性生态分析，既未深入到省级数据，也无法

基于宏观时间序列推断个体层面的因果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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